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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资分开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核心思路

张 馨

我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

存在形式与管理方式同西方国家相比有着很大的特殊性。

西方国有企业一直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土壤，而我国的国有

企业从计划经济下的国营企业转化而来，虽然经历 了一系

列市场化改革，但现代企业制度还未真正建立，国有企业

还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计划经济下国家管理企

业的方式，仍然深层次地影响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政府作

为国有企业的 “出资人”，其本质是 “政权组织”，其所有

者身份是由政权组织身份派生的。尽管理论上能够区分政

府两种身份，但实践中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拥有“出

资人” 身份，政府干预企业市场活动就是必然的结果，这

也是改革至今未能真正解决政企分开问题的根本原因。换

言之，没有 “政资分开”就不可能有 “政企分开”。

我国国有企业的特点决定了财政制度的“双元”特征。

西方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干预经济、弥补市场失效和提供公

共服务的手段，往往是低利微利乃至亏损的。这些亏损是

政府干预经济、弥补市场失效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产物，必

须由公共财政承担，因此，国有企业财务在西方属于公共

财政的范畴。而我国国有企业不仅是政府用来调控经济与

提供公共服务的工具，更主要的还是经营性的，它们直接

参与市场竞争，由此而形成的财政 与国有企业间财务关系，

就不属于公共财政范畴，而属于国有资本财政范畴；就不

能用公共财政的思维方式来对待，而应当按所有者与企业

的市场关系来处理。

从我国国有企业特点和财政制度特征出发，解决国有

企业问题的核心 思路就在于政资分开，使政府的双重身份

真正分开。在公共财政之外建立相对独立的国有资本财政，

分别以政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去界定与规范政

府行为，就将政府双重身份的活动区分开来了，也就实现

了政资分开。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坚持政府公共管理职

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此后组建了国家国有资产

管理委员会对经营性国有资产进行监管，这是规范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资产管理与（公共）财政二者关系

的必然选择，也是朝着政资分开的目标迈进、进一步推进

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步骤。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已经完

成其框架构建，但相应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却还没有建立，

公共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之间关系如何，更缺乏可资

操作的规定。为此，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以公共性或经营性作为划分公共预算和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的标准。公共预算是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

为了向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而进行的支出与收入，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则是政府作为资本所有者的代表，为了自身资本的

保值增值而进行的支出和收入；公共预算是公共性的和非营

利性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则是资本性的和营利性的。

第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预算之间，要建立起

规范化的划转关系，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原则上，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预算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预算，两者

间资金划转关系不能任意平调。因为将钱从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无偿转到公共预算，实质上是否定了其“资本”性质，

意味着该资金退出市场经营活 动，而不再是国有的 “资

本”。某些情况下，如果需要通过营利性国有企业实现政府

的公共管理职能，那么应从公共预算中将相应资金划入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至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从现收现付制转

向 “统账结合”的部分积 累制，表现出来的部分个人账户

的 “空账”问题，是历史形成的转轨成本，是欠账，应该

以国有资本转让收益进行充实，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国

有资本转让收益就应当按规定比例纳入公共预算的社保基

金中。

第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

批决定。各级政府以出资人“代表”的身份对国有资产行

使所有者职能，其预算收支应当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

审批，就每个国有企业做出具体决定：作为它的所有者的

该级政府是否对其利润分红？如果分红，其比 例多大？分

得的红利是继续投入国有资本运营，还是用于其他用途？

等等。

第四 ，建立和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将政府的资本

性收支与公共性收支相区分，避免两者的相互纠缠与侵蚀。

以公共性收支部分为对象，全力深化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

的改革；而以资本性（经营性） 收支部分为对象，探求解

决好我国特有的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这将是改革思路的

厘清，大大有助于经济与财政改革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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